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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法律美学初探
□ 韩 芳

“认识错误”是刑法理论所争议
的经典问题。具体而言，“本意造成
A 结 果 ， 却 造 成 B 结 果 ” 这 样 的 行
为，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构成要件
的认识错误与具体事实的认识错误。
前者的处理基本不存在争议，“想要
射击他人，却不慎射碎花瓶”，或者
反之“想要射击花瓶，却不慎射死
他人”这样横跨故意杀人罪与故意
毁坏财物罪两种不同犯罪构成要件
的错误，除却日本早期刑法理论曾
经主张过的抽象符合说，目前只有
法定符合说“一统江湖”。该说主张
构成要件的错误，原则上对损害结
果阻却故意的成立，仅成立故意犯
罪未遂与过失犯罪。如前例“想要
射击他人，却不慎射碎花瓶”，仅成
立 故 意 杀 人 未 遂 与 过 失 毁 坏 财 物 ，
不过我国刑法不惩罚过失毁坏财物
的 行 为 ， 故 仅 处 故 意 杀 人 未 遂 即
可。不过，例外情况是，如果二构
成要件存在罪质上的相同，则可就
轻罪成立故意。例如，“想要破坏汽
车，却未能产生倾覆、毁坏危险，只
破坏其价值”的，不能成立重罪破坏
交通工具罪，仅就二罪重合的犯罪内
成立轻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钩沉清代判例，清代司法者虽缺
少理论上的归纳，但其朴素的刑事司
法智慧同样清晰可见，其针对抽象的
认识错误的处理基本与当今刑法通说
法定符合说是相同的。清代 《刑案汇
览》 载有道光二年“黑夜疑狼施放鸟
枪误毙行人”案：河南巡抚上表称，
一个叫张世太的人，因为夜色太深看
不清，以为是狼兽践踏禾苗，“张世
太因夤夜看视不清，疑系狼兽践食禾
苗”，一枪打去，不料所谓“狼兽”
其实是行人王某，误伤致死。“实非
意料所及”。清代司法者同样认为该
行为不应当定罪为对人的故意杀害，
最终，判决将张世太比照在深山旷野
施放鸟枪误伤人而致死例，以误杀之
罪“拟以满徒”（即清代徒刑中最重
的一等，时长三年）。

目前刑法理论的争鸣集中于具体
事实的认识错误领域，即行为人对同
一构成要件范围内的具体事实产生了
认识错误。该领域内的争鸣大致可分
为两派：具体符合说和法定符合说。
法定符合说主张，在抽象的构成要件
内，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与所发生的
事实在构成要件重合的范围中成立故
意；而具体符合说主张，在具体的构
成要件内，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与所
发生的事实在构成要件重合的范围中
成立故意。

二说在处理不同的错误场景时，
又呈现出对立与统一的样貌。例如，

“本欲枪杀甲，却不慎将乙当作甲杀
害”；或者“本欲枪杀甲，却不慎将
站在甲旁边的乙杀害”。刑法理论将
前者概称对象错误；而后者，刑法理
论概称打击错误。对象错误的场合，
其处理略无争议。无论具体符合说还
是法定符合说，均承认在这种场合
中，对象的身份不是刑法所关注的问
题。既然想杀的确实是“那个人”，
无论那个人具体身份究竟是甲还是
乙，均应构成故意杀人罪。

打击错误的场合，二说则走向对
立。“本欲枪杀甲，却不慎将站在甲
旁边的乙杀害”，法定符合说认为，
既然想杀一个人，也确实杀了一个
人，在抽象的构成要件层面对人生命
的杀害形成一致，那么以故意杀人罪
既遂定罪量刑理所当然。具体符合说
则主张，行为人对具体事实的认识，
与实际发生的事实并不一致，在具体
构成要件上，行为人是针对甲的生命
实施杀害行为，却造成了乙的死亡。
故行为人仅构成对甲的故意杀人未
遂，和对乙的过失致人死亡，二者择
一重以故意杀人未遂定罪量刑。然而
明明主观上想杀一个人，客观上也确
实杀了一个人，却要以故意杀人未遂
认定刑事责任，似乎有悖于社会一般
观念。由此观之，法定符合说似乎更
契合朴素的公平正义观。

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于具体符

合说而言，错误的类型决定着处理方
式的不同，如为对象错误则直接构成
犯罪既遂，如为打击错误则故意犯罪
未遂与过失犯罪择一重处。那么，难
以判断究竟是什么错误的场合，具体
符合说就举步维艰。例如延时犯，行
为人将饭菜中下毒，本欲毒死甲，但
不料一天后饭菜却被乙食用。在行为
和结果不是同时发生的情况下，行为
人究竟是对食用饭菜的人身份产生了
认识错误？还是在下毒过程中下错了
饭菜？难免产生无法克服的问题。因
此，法定符合说在如今刑法理论中更
具有“市场”。

援引清代判例“谋毒犯窃在押之
子误毒旁人案”一则，按察其思想，
同样倾向于法定符合说的观念。湖广
巡抚上表称，湖南有一曾氏妇人，因
为儿子刘南游手好闲、犯罪被捕，自
己因此被人耻笑，遂生杀心。“今湖
南省题刘曾氏因子刘南素日游荡，不
遵教训，嗣复犯窃，经官羁押。该犯
妇被人耻笑，起意致死。”曾妇用砒
霜制成糍粑，请人捎给刘南，谁承想

“时有同押贼犯罗聋子向刘南索食糍
粑一个，刘南自食一个，旋各腹痛呕
吐。刘南随将糍粑吐出平复。罗聋子
毒发殒命”。湖广巡抚上级 （似为湖
广总督） 批复意见：如果想谋杀其他
人，却误杀亲属，当然应该按照谋杀
亲属定重罪；但如果想谋杀亲属，却
误杀了其他人，如果确实无法预见，
那么按照贵州潘氏妇女杀人案定罪即
可。（潘妇与儿子吵架，一怒之下，
扔石头想砸他，却不料砸死他人，最
终认定为过失杀人） 贵州潘妇，是当
面扔石头，尚且按照过失定罪，本案
中，曾妇只是想要谋杀她不肖的儿
子，同押犯向她儿子索食，实在不是
她能预料到的。因此，对杀害罗聋子
这件事认定为过失杀人即可。你们商
量一下，再来回复我。

“因亲属误杀旁人，如果耳目所
不及，思虑所不到，即照贵州省潘氏
案定拟可也。潘氏面石，尚照过失

论。此案子本不肖犯押在官，氏给砒
糍与食，只系谋杀其子。至同押又有
贼犯，向子索食，并非无知妇女思所
能及。是该犯于其子则谋杀，于罗聋
子则为过失杀……案情万变，义各有
归，著该馆照此再行议覆。”

但是，面对上级如此清晰明确的
审判意见，湖广巡抚并没有盲从，而是
自己做出了独立而又周详的思考。湖
广巡抚上表回复，详细阐明了自己意
见：如果同样因为儿子不肖而生杀心，
同样不慎误杀他人，那么都按照过失
杀人论罪，确实属于同案同判。然而，
我们反复分析贵州潘妇案，此案是因
为儿子出言顶撞而投掷石头，本来就
没有杀心，不小心砸到旁人，因此才按
照过失杀人定罪。但现在曾妇用砒霜
制成糍粑，杀意确凿，同押犯索食而被
毒死，当然是超出曾妇计划外的，但是
砒霜糍粑本来就是杀人之物，毒人致
死这件事很难说曾妇一点都没有预
见。如果按照潘氏例定过失杀，似乎
同过失杀人所谓“初无害人之心，偶致
杀人之义”的注解不符。

“职等细绎钧谕，诚以同系因子
不肖，同以误杀旁人，均应照过失杀
论，洵属衡情论罪。复详加参核贵州
省潘氏因伊子用言顶触，拾石，原无
致死之心，以致误掷万文秀殒命，故
酌情照过失杀定拟。今曾氏因子为匪
羁押在官，用砒搀粉做成糍粑寄食，
实有必死之心，以致同押贼犯罗聋子
索食毒发殒命。砒糍系杀人之物，固
非该氏耳目所能及，究难谓该氏思虑
所不到。若照潘氏成案，一律以过失
杀论，似与律注所云初无害人之心偶
致杀人之义，究未符合。”

概言之，湖广巡抚认为，既然曾
妇以杀人之心、投食杀人之物，并最
终出现致人死亡的结果，那么究竟杀
的是谁，概所不问。这是典型的法定
符合说的思想。最终，经湖广巡抚详
查例案，决定按照故意殴毙人命或者
故 意 杀 人 定 罪 ， 只 不 过 酌 其 情 节 ，

“年逾八旬，因子为匪，起意致死，

情殊可悯”，免其绞、斩，只定流放。
但遗憾的是，法定符合说同样不是

完美无缺的。具体符合说的优势在于重
视客观的事实，既然在事实层面想杀的
确实不是 A 而是 B，那么干脆了当地承
认对 A 死亡结果的过失，毋宁说是对行
为人更公平的处断；而法定符合说，为
与社会的朴素观念相契合，就不得不借
助规范的拟制来将 A 的死亡嫁接到杀 B
的故意上。那么，面对 A、B 同时死亡
的场合，这样的嫁接就无所适从。例
如，本欲枪杀 A，但不料枪杀 A 后，子
弹穿人而过，将 A 身后的 B 同时打死。
基于一个杀人的故意，却同时杀掉二
人，具体符合说可以基于事实得出简单
的判断：行为人既然开枪时不想杀 B，
那么就对 A 成立故意杀人罪，而对 B 成
立过失致人死亡。法定符合说就不得不
面对左右为难的窘境，是仅承认对 A 的
故意杀人呢？还是同时成立对 A、B 的
故意杀人？一故意说主张仅承认对 A 的
故意杀人罪成立。但这样就会出现一个
滑 稽 的 现 象 ：“ 如 果 没 射 中 A 而 射 中
B，那么按法定符合说，应构成对 B 的
故意杀人。可如果 A、B 同时被枪杀，
却仅承认对 A 的故意杀人。可是照此推
理，如果打中 A 而 A 尚在抢救、生死未
卜，而 B 当场死亡，那么此时杀人故意
就处于叠加状态，A 死了，就认定对 A
有杀人故意；A 未死，就认定对 B 有杀
人故意。”为解决一故意说这种滑稽的
矛盾，数故意说应运而生，如果 A、B
同时被枪杀，那么就同时承认对 A、B
的杀人故意。可这样的判断显然不符合
基本的客观事实。行为人开枪时明明没
有对 B 的故意，甚至都可能完全没有注
意到 B，却必须要承担对 B 的故意杀人
的责任，显然有失公平。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我们同样可
以从清代刑事判例中汲取智慧。且以清
朝广西巡抚上表“谋毒其子误毙旁人一
家二命案”为例。黄韦氏之子黄有亮

“违犯教令”，即不听管教。韦妇以毒酒
谋害，但不料被旁人韦有亮将酒带走，
他与妻子共饮后双双被毒死。广西巡抚

认为“律贵诛心”，如按谋杀他人却故
意 杀 害 二 人 定 罪 处 刑 ， 将 判 处 枭 首 ，

“揆之情理，似未平允”。
巧合的是，广西巡抚按察例案，查

到了前文的曾妇案，他认为：衡量两
案，虽然韦妇毒杀二人，比曾妇毒杀一
人，更加严重。但考虑到韦妇一开始是
想毒杀忤逆的儿子，如果再在曾妇基础
上加重刑罚，充军戍边，不但于理无
据，还加重了韦妇儿子的不孝之罪，甚
至有搅乱伦常之虞。死者韦有亮亦有贪
嘴之过错，不能完全归责于韦妇。

“ 例 注 衡 情 酌 断 ， 虽 该 氏 误 杀 二
命，较之刘曾氏误杀一命者，情节为
重，惟揆其起衅之初心，因误毒触犯
之 子 而 起 ， 若 于 量 减 流 罪 上 复 行 加
重 ， 实 发 驻 防 。 非 惟 措 词 不 能 得 当 ，
且陷其母于远遣之条，即重其子以不
孝之罪。在死者贪口腹以自殒，于该
氏 可 无 怨 尤 。 而 韦 氏 因 孽 子 而 为 奴 ，
于伦纪大有关系。”

最终，“再四商推”（古人往往以三为
多，商推居然已经超过了“再三”达到了

“再四”，说明确实下了大功夫），将韦妇
认定为故意杀人一家二命，在斩刑基础
上量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由此可见，在认识错误领域，清代
司法者不仅一以贯之地采用了法定符合
说，还采用了法定符合说中比较激进的
数故意说，将数人的死亡结果均归责于
行为人的故意，同时认定多个故意杀人
罪。但另一方面，清代司法者又往往恪
守“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原则，
兼顾天理、国法与人情，衡情酌断，为
情殊可悯的被告人减轻处罚。其司法智
慧与法治精神，历经岁月磨砺，迄今仍
熠熠生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法学
院；吉林大学法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法系
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
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
中华文化的瑰宝。”“要以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
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
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
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
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涵盖国家、社
会、个人层面的价值取向和行动准
则，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
量。人民法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司法裁判的实践，是坚持依法治
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司法领域的应用
范围很广，将其有机深度融入司法裁
判，本质上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构
建“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现代司
法文明。司法在探寻规范性与人文
性、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平衡所呈现出
的法律美学，其本质是法治文明与人
文精神的有机交融。法律美学不仅体
现在裁判文书的逻辑严谨和修辞艺术
之美中，更在于通过每一个司法个案
传递法治的温度与力量，最终实现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价值之美：法理与伦理的统一

由于司法裁判不仅是法律适用的
技术过程，更是承载社会价值导向的
文明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司法裁判，既是法律规范与道德准
则的双向奔赴，亦是对法律实践美学

价值的深层诠释。这一实践过程通过
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价值权衡和效
果延伸，构建起法律理性与人文关怀
交织的审美范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
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
的价值准则，三者之间关系环环相
扣。司法裁判通过个案裁判以及裁判
文书中或庭审过程中的释法说理，在
匡扶正义、惩治犯罪的同时，还传递
出文明、公正、法治、诚信、友善等
多个层面的价值观，从而实现法律规
范与社会伦理的共鸣。这种功能，充
分体现了司法裁判的价值导向之美。

一方面，因道德评价具有有限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法律之外的
道德评价，需依附于具体的法律条文
延展其功能。法官往往需要通过解释
法律条文蕴含的内在道德，来强化说
理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司法裁判通
过援引民法典等法律中“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立法目的，将抽象的
价值转化为具体的法律规则，使立法
宗旨得以具象化。例如，在家事裁判
中运用“修复性司法”理念，以唤起情
感共鸣，促进家庭关系修复，将“诚信
原则”具象化为“信守承诺、诚恳待人”
的日常行为准则；在合同纠纷案件的
裁判说理中，法官常援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原则，进一步强
化契约精神；在审理赡养纠纷案件中，
援引“孝老爱亲”强化伦理导向，使裁
判文书既体现法律的刚性，又传递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公序良俗。
可见，法理与情理在司法裁判中的交
汇融合，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

入裁判文书，将“诚信”“和谐”等价值
观写入判决书的释法说理中，这本质
上也是规则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统
一，是法律美学在裁判文书中的客观
呈现。

逻辑之美：严谨性与开放
性的平衡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
裁判，是在中国法治实践中探索形式
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美学融合。这种融
合既需要遵循法律论证的规范之美，
又要展现本土价值的特色之美，更需
追求司法艺术的创新之美。裁判文书
给出的说理是否逻辑严谨、充分透
彻、令人信服，直接关系到司法裁判
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关系到人民群
众对司法裁判的接受度和满意度。司
法实践中，通过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美学
体系，司法裁判也在书写新时代法治
文明的审美篇章，为实现国家治理现
代化提供兼具理性力量与艺术魅力的
司法方案。

裁 判 文 书 常 以 “ 事 实 —— 法
律 —— 结 论 ” 为基础，通过层层推
演，形成三段论框架的闭环论证。其
论证过程遵循的思维轨迹，形成了结
构清晰的理性之美。当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时，法官
在论证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说理的
可接受性，实现逻辑理性与价值理性
的美学统一。例如，在某起涉工伤
认定案件中，面对“脑死亡后器官
捐 献 是 否 影 响 工 伤 认 定 ” 的 争 议 ，
法官结合医学标准与法律定义，对
争 议 焦点进行分层解构，以严密论
证回应了案件所涉及的伦理争议。现

实中，针对争议焦点错综复杂的案
件，法官往往会采用“焦点归纳——
证据分析——价值嵌入”的分层结
构，对案件进行深入的理性分析后，
再依法做出裁判。如在一起相邻权纠
纷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先界定了物
权边界，再援引“和谐”价值观评
价涉案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实现
法律规则与价值导向的协同，使得
这一司法裁判既有法律缜密严谨的
逻辑性，又不失包容理解并修复相邻
关系的开放性。

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司法裁判，还可以完善司法实践中论
证方法的体系建构。在司法裁判过程
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兼具解释功
能与创制功能。当裁判文书文义清晰
时，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起
到强化说理的作用；在相关法律规范
因滞后于现实生活而缺失时，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又可起到漏洞填补的作
用，可保障法律适用的不同层次的需
求，实现裁判释法说理中严谨性与开
放性的平衡。

修辞之美：专业性与可感
性的交织

现代法治国家的司法裁判不仅需
要实现定分止争的实用功能，更承载
着传播法律精神、塑造社会价值的重
要使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司法裁判的过程，本质上是在法律规
范框架内实现价值判断与美学表达的
统一。这种融合既体现在裁判文书说
理的结构美学中，也反映在司法价值
传导的功能美学上，更存在于法律论
证过程的修辞美学里。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

长，从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的刑无等
级、法不阿贵的主张，到汉代董仲舒援
引儒家经义裁判案件，开启法律儒家化
的进程，至魏晋时期的以经学方法研究
律学，再到唐宋律学的成熟、明清律学
的升华，这些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迭代赓
续，产生了以法为本、缘法而治、刑无
等级、法不阿贵等法治理念的表达，通
过运用内涵丰富的修辞手法，折射出博
大精深的思想光芒。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的思想
精华，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对传统法律文化之精华进行传承和
运用，在司法裁判中往往会对社会产生
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对规范社会行
为、引领社会风尚起到重要作用。司法
裁判的刚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得
益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
裁判，首先是裁判文书中法言法语在修
辞手法上的一种“温度转化”。法官在
裁判文书中通过“被看见”“被尊重”
等人性化的温暖表述，寓情于理，将平
和、理性的专业术语转化为公众可理
解、易接受的真挚表达。现实中，典型
案例的裁判说理能够引起共鸣、直抵人
心，常常会形成“判决一案、教育一
片”的社会教化功能。亦可对化解同类
矛盾、预防相关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起到巨大的辐射作用。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
裁判，也是传统智慧的现代转译。司法
裁判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法
顺人情”的修辞智慧，结合现代法治精
神，在家庭伦理类案件判决书中，引用

“和为贵”“手足情”等通感的修辞手法，
通过传统伦理强化家庭和睦的价值导
向，促进当事人和解；在赡养纠纷案件
中，法官在判决中强调“尊老敬老”，结
合民法典诚信原则，对法律义务与孝道

文化进行双重论证，提升判决的可接受
性；在环境污染案件中，通过“长江禁渔
岂非徒劳”“子孙后代何以安居”等反问
修辞，将生态保护义务从法律条文升华
为代际伦理责任；在英雄烈士名誉保护
案中，将“崇尚英雄”的社会共识与人格
权保护法律规则相融合，确立网络空间
言行边界；在正当防卫致侵害者死亡案
中，通过“保护身体权不受侵害符合正
当防卫条件”的定性，将“公正”“法治”
等价值观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嵌入事实
认 定 ，否 定“死 者 为 大 ”的 泛 道 德 化 诉
求；在商业诋毁责任认定中，借用“人无
信不立”“商者，信之根本”等比拟修辞，
对虚构竞争对手产品质量问题的行为
加重说理力度，加大对市场秩序的维护
功能。这些实例表明，裁判文书通过修
辞强化伦理，可以激活公众情感认同，
增加法律语言的柔性，凸显司法裁判对
社会价值导向的塑造功能，实现法理与
情理的自然过渡、无缝衔接。

综合上述三个视角，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所蕴含的法律美
学 ，本 质 是 规 则 理 性 与 人 文 关 怀 的 共
生。通过价值嵌入、逻辑建构、语言修辞
在实践创新中的多维协同，既彰显出司
法裁判“铁面无私”的秩序美，又传递了

“润物无声”的伦理美，最终实现“法安天
下，德润人心”的社会治理的至美境界。

（作者单位：人民法院新闻传媒
总社）


